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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缺陷儿 与   首先是个伦理问题
▲  见习记者  任艺

“医生救活脑瘫患儿反被打”，这本是一
个 5 年前的故事，最近却被一些“怀旧”的人
们重新挖掘整理了出来。如果说 5 年前大家更
关心事件的本身，那么这一次，大家似乎更为
关心事件背后各种难以名状的苦涩与纠结。情
感、信念、伦理、法律交织在一起，就像中国
医学科学院人文学院翟晓梅教授所言，关于生
命的救与不救，是最纠结的问题，更何况还是
个孩子。

身为一名从业 11

年、接生过 1000 多名

婴儿的妇产科医生，

罗军恐怕很难想到，

自己会因为救活一个

孩子而挨打。而向他

“挥出一拳，又踢了

一脚”的打人者，恰

恰是这个孩子的父亲。

2011 年 11 月 8 日，

一个叫陈立的男人，

妻子半夜急诊送往深

圳市第二人民医院妇

产科生产。进手术室

前，医生告知孩子有

脑瘫的风险。后来，

孩子顺利娩出却重度

窒息，医生罗军一边

让护士出去通知陈立

一边抢救婴儿。几分

钟后，等护士把陈立

“不要抢救”的决定

带回来时，罗军已经

把孩子救活了。

当护士告知陈立

“停止抢救小孩”的

想法时，罗军的第一

反应是“错愕”：“孩

子还没放弃，家长就

先投降了。”随后他

将陈立的想法视作荒

唐：“孩子已经活了，

如果我再把孩子的气

管拔掉，那等于我杀

了这个孩子。”

当陈立得知自己

曾经要求放弃治疗却

被罗军抢救成活的孩

子，经检查患有“缺

氧缺血性脑病”时，

他愤怒地冲向罗军的

办公室。

“我说过不要孩

子，为什么还给救回

来！我要和一个傻瓜

过一辈子了！”这个

父亲喊道。

救死扶伤的罗军

也被惹火了：“你这

个父亲可以不要小孩，

我这个医生不能见死

不救！”

中央电视台新闻频

道播出的《每周质量报

告》曾报道，我国每年

都有将近 120 万个新生

儿有出生缺陷、先天残

疾。也就是说，每30秒，

我国就新增加 1 个残疾

婴儿。根据深圳市卫生

和人口计生委的统计，

2012 年，深圳市出生

人口缺陷达到了18‰，

也就是一万名新生儿中

就有 180 例先天性缺陷

患儿。

“我国法律规定，

严重先天缺陷的新生儿

放弃治疗是符合伦理的，

但什么程度是严重的并

没有明确的界定，往往凭

借医生的道德直觉。在医

疗实践中，面对重度残疾

的新生儿救治决策时，医

生通常告知患儿情况后，

听从患儿家属的决定。”

中国医学科学院人文学

院院长翟晓梅表示，“肛

门闭锁等轻度先天缺陷，

在出生时依靠小手术可

以康复，但很多家庭仍

然会选择放弃。对于经

济上处于极度劣势的家

庭来说，重新孕育一个

孩子的成本比手术治疗

患儿的成本要低得多。

还有一些年轻的父母，

比起治疗残疾患儿，更

愿意选择再孕育一个健

康的孩子。父母放弃救

治轻度残疾患儿，一直

是儿科医生的纠结。”

一位北京协和医院

妇产科的医生表达了对

同行的支持。“孩子还

没有被确诊。只要有可

能残疾，家长就可以决

定把他弄死吗？”

这位医生在自己

的微博上写道，“医生

做的符合希波克拉底誓

言”。（《希波克拉底

誓言》中写道，要竭尽

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

于患者的医疗措施。）

而在美国杜克大学

医学中心蒋蔚教授看

来，这个案例中，医生

和患者家属之所以产生

冲突，归根结底是沟通

出了问题。

医生和家属谁也没

有听懂对方所说的话。

当新生儿情况紧急时，

医生应该亲自与患者家

属交待病情，而不是找

护士代替通知。医生向

家属讲解病情时，“脑

瘫”两个字过于直接，

没有考虑到家属的承受

能力。医生只考虑到患

儿有没有救治的可能性，

而家属却不想被缺陷的

孩子拖累一生。“一个

优秀医生的标准不应该

仅仅靠医术水平，还应

该有自知能力，可以读

懂患者，讲清自己的观

点，进行有效的沟通。”

蒋蔚教授谈到。

“面对被父母放弃

的孩子，医生是否应该

救治，这实际上不是医

学伦理问题，也不是医

生职业道德问题，而是

社会经济问题。”翟晓

梅教授谈到，重度残疾不

仅需要社会照顾，还会

为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

在中国，经济发展不均，

相关的保障体系尚不完

善，尤其是农村家庭，

完全没有能力承担缺陷

孩子所带来的压力。

在这种情况下，在

道德上指责父母，无法

解决实际问题，对他们

也是不公平的。在欧美

等发达国家，由于他们

有着更为扎实的经济基

础以及更加完备的社会

保障制度和政策，因此，

即便出生缺陷婴儿，对

于他们来说也是有能力

承受的。我国则完全不同。

“此外，在欧美等

国家，医生需要帮助家

庭做出正确的生育决策，

如果因为医生渎职，做

出错误的决定，则需要

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

翟晓梅说。

翟晓梅教授认为，

减少先天缺陷做好产前

筛查是最理想的方式，

应根据个人情况选择尽

快流产或者进行产前治

疗。如果说，在生下“严

重缺陷婴儿”之前选择

终止妊娠，不用承担太

多道德风险的话，那么

不把“严重缺陷婴儿”

带到这个世界上，未必

不是一种负责任的做法。

婚检可谓预防出生

缺陷的关键，相当多的

缺陷儿父母恰恰没做婚

检，错过了机会，由此

带来了无尽的烦恼。

记 者 了 解 到， 自

2003 年我国取消强制

婚检后，婚检人数急

剧减少，过去每年婚

检超千例的一些县级妇

幼保健院，如今，每年

自愿婚检率甚至为零。

即便是提供免费婚检的

北京、广州等大城市，

婚检人数也严重下滑。

据北京市卫计委统计，

2015 年全市的婚检率

仅为 9.44%。而在 2003

年以前，婚检率几近百

分之百。

面对“救还是不救”

这样的两难选择，蒋蔚

教授认为，不仅要考虑

患者的利益，也要考虑

他人、家庭和社会的利

益，寻找各种利益的最

优结合点，在尊重生命

的同时捍卫社会卫生资

源分配的公正性。

“中国在引进西方

现代医学的过程中，现

代医学的软实力在医

学进程中的关键作用

被忽略，现代临床医学

实践的理念是为了更

切实、有效的服务于患

者和全人类的健康。在

美国，‘人道’是合格

医生的第一个标准，执

业医生有系统的关于

法律、伦理的培训。”

她说。

“当医生发现父母

欲抛弃轻度残疾的孩子

时，要向政府相关部门

报告，这样的家庭需要

承担法律后果。对于严

重缺陷的新生儿，放弃

救治可能更好。”翟晓

梅教授表示。

在采访翟晓梅教授

时，她多次提到，伦理

学是一种价值判断，讨

论的不是“对与不对”

的问题，而是“好与不好”

的问题。同样一个问题

在当时的环境下可能是

不被伦理学所接受的，

但随着自然、社会、经

济等一系列环境的变化，

一段时间后同样的问题

可能就会被接受。

就像这个孩子，在

当今的中国，或许是个

不小的问题，尤其对于

经济不甚富裕的家庭而

言，但在欧美国家便不

是问题。有朝一日，我

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到与

发达国家同等水平之时，

这也便不是问题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就像两条直线形

成的一个“角”一样，

角度或许很小，但越放

大，差距就会越大。

因此，在当前的环

境我们真的不必苛责患

儿家属的拳脚，也不必

埋怨医生多事。因为在

他们各自的意识环境下，

都没有错，但却都不太

符合当前的环境。只有

真正强大了，问题才会

少。那时或许会有新问

题，但那是后话了。

救了被放弃的孩子
挨了不必挨的打

救与不救儿科的纠结

关于生命的纠结
其实是社会经济问题

医患之间缺乏有效沟通

产前筛查是一种责任

重视医学人文教育


